
 

本地人与外来者：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一探 

李里峰 

内容提要 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分野，是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的一个重要 

侧面。外来干部多系上级组织委派或从异地调入，一般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与上级党组 

织的关系更为密切；本地干部的整体文化素养较低，却因其地方性知识而具有难以替代的 

重要性。党组织为缓和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间的矛盾、克服“宗派主义”和“包办代替”的 

弊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始终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这反映了地缘因素对于中国革命的 

深远影响。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本地干部 外来干部 干部地方化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抗 Et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逐渐摆脱生存困境，不断发展壮大，党员 

和干部队伍的规模空前扩张、素质整体提升，为1949年最终赢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 

为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依赖和重视程度远远超出现代西方政党，可以 

说，一个庞大、忠诚、高效的干部群体，是中共组织得以运转、革命得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① 近年 

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共干部群体及其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尤以黄道炫最近发表的《抗战时期 

中共干部的养成》最为引人注目。该文以抗战初期加入中共的“三八干部”为中心，令人信服地揭 

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举措 ，将大批干部培养成具备 

革命气质、符合组织要求的政治精英，为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新视点。② 

考虑到中共干部群体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相关研究成果还留下了不少待发之覆。例如，被笼统称 

作“干部”的群体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类型都有大致可以识别的身份特征和思维方式，在中共组 

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亦自有别：从阶级身份来看，可以分为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从干部籍贯 

来看，可以分为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根据是否脱离生产、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可以分为脱产干部和不 

① 张闻天称，所谓干部，是指“在党的各方面工作中担负着一定的负责任务的党员”。见洛甫《关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 

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 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册，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 1991年版，第704页。 

党内文件提及“党的干部”或“党员干部”时，常有不同的所指(但在使用上往往不作明确区分)：或指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承担管 

理工作的人员，或指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全体工作人员，还可以指在抗 日民主政权及群众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 

② 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叭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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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产干部；根据入党和任职时间的长短，形成了新干部和老干部之别；根据从事工作的性质，又有政治 

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区分。黄文中已经提到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差异，指出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大量 

提拔和改造，是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养成的重要途径。然而，对其他复杂情形的考察还相对欠缺。本文拟 

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对基于干部籍贯而形成的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分野，作一粗浅探讨。 

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 

中共领导人关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论述，最有名的要算毛泽东 1944年 3月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讨论党内宗派问题时指出，陕北的外来干部大多是来 自南方省份的军队 

干部，其中许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仅有2万多人，抗战爆发后发展的 

新党员、新干部绝大多数是陕北本地人，当时的延属地委除王震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本地干部，西北 

局及华北、华中各地区也以北方干部居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往往强调军队的重要性，本地干部 

则更重视地方党政的常规力量，致使“山头主义”成了“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①陕北作 

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干部的地缘结构自然有其特殊性，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则是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区分干部类型的各种维度中，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别的性质有所不同。区分工农干部与知 

识分子干部依据的是干部自身的阶级成分，一般说来比较稳定；而区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则取决于 

干部籍贯与其工作地域是否一致，具有相对性和灵活性。一则，所谓“本地”与“外来”的不同标准(本 

省、本区、本县、本分区还是本村)会影响干部类型的确认；二则，频繁的工作调动也会随时改变干部的 

本地或外来身份。但是从各级党内文件来看，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往往仍被视为各有其特征的“同质 

化”群体。在上级组织和领导人眼中，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理论水平的高低和 

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两个方面：外来干部多系上级组织委派或从其他地区调入，一般说来具有较高 

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但本地出生成长的干部，在语言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外来者无法比拟的优 

势。② 由于抗战期间大量发展知识分子党员、提拔知识分子干部，上级委派或外地调人者以知识分 

子干部居多，所以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别，又时常和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分野有所重叠。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干部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甚至险恶，了解当地情况、融人当地社会 ，便成为 

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这时候，“地理熟，社会关系多，易与群众打成一片，在环境恶化时 

容易隐蔽坚持工作”的当地干部就显得极为重要了。③ 山东省党组织创建的早期阶段 ，外来干部不 

能适应工作需要的情形已经引起了党组织的重视。据报告，1930年山东省委的三名常委都是外省 

人，到山东省工作的时间又都不长，对本地工作相当隔阂，只有一人能够出外巡视，另二人则因言语 

关系难以胜任。④ 1932年 10月的一份文件提到，主持青岛工作的李俊德因为语言不通、居住不便 

而无法亲自去做沧口的工作，致使该地工作长期难以深入。⑤ 同年 1 1月山东临时省委给中央报告 

① 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 3月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第2l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O—9l页。 

② 《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O27—0l一0020—001。 

③ 《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7—01—0020—001。 

④ 《省委常委张若臣关于山东党组织状况的报告》(1930年7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t／h史研究所编：《山东革 

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210页。 

⑤ 《李俊德对青岛和山东工作的意见》(1932年 10月1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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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段话，更生动地反映了外来干部在工作上的窘境： 

明、廖在此，言语上都成问题，尤其是廖，简直无法和外县农民同志谈话，并且易引起人们 

注意，加以怀疑。当他参加面粉厂支会时，被巡警发现，几乎被捕，一则因为他们择地方也太不 

小心。再讨厌不过的就是不容易解决住的问题。几个本地人都是光杆，又找不到铺保，不易租 

到房子，就租到手也不稳固，外方口音更是少办法，现在正设法找本地女同志，但殊难。⋯⋯多 

几个外省人，不符环境，又不熟悉下面情形，无甚意义，所以化南已经要他去青岛了。①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春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倾向”， 

明确提出加强和扩大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② 此后直到 1939年 8月转人“巩固的发展” 

阶段 ，这一年多时间堪称中共组织发展的鼎盛时期，各根据地党员和干部人数增长极为迅速。尽管 

山东党组织在“大发展”阶段吸收的党员、提拔的干部绝大多数为山东本省人③，但因省内不同地区 

的语言、文化、风俗差异甚大，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分野仍给各级党组织带来了很大困扰，所谓 

“干部地方化”仍是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央领导人和山东省委多次强 

调，“每个地方要采取使干部地方化的方针”④，这是“坚持工作、克服困难的最好办法”⑤；“在整个 

山东，应提拔本地干部，培养本地领袖，这对山东抗战与党的工作有极重大意义”。⑥ 与党组织的要 

求相一致，各级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分别提出干部地方化的口号，如 1940年一份文件提出县以下 

的青年团体干部也须“尽量地方化”的要求。⑦ 根据党内文件中的用法，所谓“干部地方化”主要是指 

培养、提拔地方干部，提高本地干部在于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它的另一层意思则是针对外来干部而 

言的，要求外来干部尽可能地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社会环境，完全融入当地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去。⑧ 

也有一些文件提到干部地方化带来的弊端，主要是本地干部多为农民出身，以务农为业，恋家 

恋乡的观念十分强烈，时常因为农业生产或其他事情而耽误工作，农忙时期更是如此。许多脱产的 

分区级以上本地干部，还会离开工作岗位径 自回家，领导和上级机关甚至难以将其召回。⑨ 但总的 

说来，在形势险恶的战争年代，地方干部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要远远超出这种负面影响。关于地方干 

部与外来干部的特性和作用，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黎玉说得很透彻：“土生土长、与群众有 自然联 

系的干部，是顶顶重要的干部”，新开辟的地区自然需要派遣一批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当然属于外 

来干部)，但只能是核心骨干的配备，“应发挥一种接生婆和教员的作用，通过他来产生和培养大批 

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⑩ 

① 《鲁临省委 负责人任作民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 11月 19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第93_-94页。 

② 《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 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册，第466_468页。 

③ 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党员群体的社会构成，参见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以山东抗 日根据地为中 

心》，《抗 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 

④ 洛甫：《关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 l0月15 E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06页。 

⑤ 《山东的农民工作——l94O年 8月12日郭英在联合大会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5辑，山东人民出 

版社 1982年版，第161页。 

⑥ 《中央关于胶 东工作的指示》(1939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69页。 

⑦ 《抗战以来山东青年运动的总结及其发展的新方向》(1940年8月1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5辑，第204页。 

⑧ 中共山东分局委员会：《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1943年8月19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O辑。山东人 

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00页。 

⑨ 《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7—01—0020—001。 

⑩ 蘩玉：《加速建设新地区为巩固的抗 日根据地》(1944年9月10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山东人民出 

版社 1983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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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籍贯分布的层级差异 

查阅抗战时期党的各级组织工作报告，关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特性及相互关系的论述随处 

可见，但某地区究竟有多少本地干部、多少外来干部，能够找到的统计数据资料却十分零散。1931年 

初，山东全省有籍贯统计的27名主要工作人员中，来自本省者为20人，外省为7人。① 这大概反映了 

中共党组织初建时期的情形。抗战时期，由于山东根据地是唯一以全省规模形成的抗日根据地，具有 

很强的独立性②，所以干部大多在省内不同地区之间流动，而较少与周边省份发生关系。所以和其他 

根据地相比，山东根据地的外省干部数量是比较少的。③ 事实上，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差别，在 

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中、高层组织里，整体而言干部的文化水平较高，适应能力 

较强，流动『生也较大，因而其阶级身份和工作能力上的差异往往比地缘身份即籍贯的区分更为重要。 

以下是笔者搜集到的关于山东省干部籍贯的几组统计数据，虽然范围十分有限，或可一窥此时 

期中共干部地缘结构之一斑。④ 

其一，1943年 12月鲁南区部分干部籍贯统计。180名鲁南区委干部中，来 自鲁南本区者 109 

人 ，外来者 71人；42名地委干部中，来 自本地委者 11人，外来者 31人；230名县委或县工委干部 

中，来 自本县者 110人，外来者 120人；568名分区委干部中，来 自本分区者 224人，外来者 344人。 

总计 1020名干部中，本地干部有454名，占总数的44．5％；外来干部 566名，占总数的55．5％。⑤ 

其二，1945年 2月平北县干部籍贯统计。(1)县级干部。县委委员 9人中，本地 1人，外地 8 

人。县级各部门各团体干部中，党务工作干部 13人 ，本地4人，外地 9人；政府工作干部 51人 ，本 

地 11人，外地4O人；大队连级以上干部 8人(均为党员)，本地 1人，外地 7人；群众团体干部 13人 

(其中党员 9人)，本地 6人，外地 7人。县级机关干事以上干部共计 85人(其中党员 51人)，本地 

22人，外地63人。(2)分区干部。分区委员 33人中，本地 17人 ，外地 16人。分区级各部门各团 

体干部中，党务工作干部39人，本地 25人，外地 l4人；政府工作干部51人(其中党员40人)，本地 

39人 ，外地 12人；群众团体干部 88人(其中党员 79人)，本地63人，外地 25人。⑥ 

其三，1945年五龙县干部籍贯统计。(1)县级干部。县委委员 13人中，本地8人，外地 5人；政府 

干部 139人中，本地49人，外地9o人；武装部干部 11人中，本地6人，外地5人；各救会(“各界救国联 

合会”之简称)干部 11人中，本地5人，外地6人。县级干部共计 174人，其中本县68人，外地 106人。 

(2)分区干部。分区委员49人中，本地35人，外地 14人；区公所干部88人中，本地 69人，外地 19人；武 

装部干部49人中，本地44人，外地5人；各救会干部84人中，本地70人，外地 l4人。分区干部共计270 

人，其中本地218人，外地52人。218名本地干部中，有 139人来自本分区、79人来自本县其他分区。⑦ 

① 《山东省党组织状况一览表》(1931年2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第350页。 

② 参见王东溟《论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全省规模形成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1944年 11月)，即专门谈到这一点，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3辑，第 172页。 

④ 关于以下统计有两点说明：(1)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体 系大致包括六个层级：分局一区委一地委一县委(或县工委 )一一分 

区委一支部(或特别小组)。参见王海天主编《中共山东省组织发展史概要》，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版，第63—86页。(2)所谓 

“本地”与“外来”，皆就统计之层级而言，例如县级干部的统计数字，本地干部即指籍贯为本县的干部，外来干部则指籍贯为本县 

以外的干部，其他层级亦然。 

⑤ 《鲁南区党委组织状况调查统计表》(1943年 l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8一叭 一0011—001。 

⑥ 《平北县委组织科一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5年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o24—01—0208—003。 

⑦ 《五龙县一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G024一Ol一020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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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一组数据所反映的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比例比较接近，且没有显著的层级差异。但 

根据平北、五龙两县的统计，可以清楚看到县级干部中的外来者比例远远高于区级干部。在县一 

级，平北县无论党务还是行政、军事、群众干部，外来人员都在人数上 占据绝对优势；五龙县政府干 

部中的外来者明显高于本地人，其他类型干部中的本地人与外来者大致相当。而在分区一级，绝大 

多数干部都来 自本分区或者本县。将党、政、军、民各部门的情形分开来看，县级机关的差别不大， 

分区级则政府、军事部门及群众团体中的本地干部比例高于党务部门，这也和党务干部流动性更强 

的特点相吻合。根据这些数据大致推断，干部籍贯分布的确是存在层级差异的，组织层级越高，外 

来者在干部总数中所占比重越大；层级越低，尤其是到了分区层级，本地干部所占比重明显提升，基 

层支部的党员、干部则大体上全都来自本乡本村。① 

不过，在分析这些统计数字时应该注意到，在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根据地干部的流动性很 

强，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之间的调动和转化非常频繁，各种工作报告和总结中关于干部籍贯的统计 

往往比较随意、粗糙，很难根据个别、零散的数据来概括其全貌。以胶东区为例，根据 1942年的材 

料，属于新开辟地区的北招县，县级干部中除县委书记外，大部分是外地人(其中一部分是邻近的 

南招县人)，分区级干部统计除南招、掖县人外也很少有当地人。② 组织发展历史较久的东栖县则 

基本实现了“干部地方化”，除工作需要或有其他问题而不能在本地方工作者之外，皆以地方化为 

原则分配各分区党政军民干部，只有极少数(如九分区的工、妇主任)不是本地人。③ 1943年的一 

份文件提到胶东大部分地区的县以下干部都实现了地方化，但同时又认为三年来分区以上干部伤 

亡 187名，“其原因主要是干部不地方化所致”，因为他们“地方情况不了解，风俗人情不熟悉，语言 

不合，生活不同，环境艰苦，最易遭受逮捕与牺牲”。④ 这些材料，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干部地 

缘结构的准确信息，不如说是揭示了战时隋形的异常复杂。 

三、“宗派主义”与“包办代替” 

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在开展各项工作时也时常发生分歧和冲突，有时甚 

至会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成为高层领导人极力批评的“宗派主义”或“山头主义”的造因。这样的 

情形在山东中共党组织发展初期就曾出现过：“X同志刚到泰安，他们就认为是吃他们的饭，来剥 

削他们，遭了他们的反对。其理由是泰安工作少，不需要派人。经过 X同志向他们作了严厉的斗 

争，才克服了他们的错误观念，容留了X同志在泰负责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 

明确指出，党内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相互歧视：地方干部看 

不到外来干部文化水平高、原则性、组织性、条理性、工作方式灵活等优点，只看到他们趾高气扬、不 

切实际、爱提意见、不易领导等缺点。反之，外来干部也看不到地方干部与群众联系紧密、埋头苦 

干、切实朴素等优点，只看到他们“土包子”、能力不够、不懂理论、不会讲话等缺点。⑥ 

朱瑞是从干部 自身特质来分析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分歧的，事实上，两类干部之间时常发生 

矛盾冲突，更与党组织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和不同预期密切相关。尽管高层领导人一再强调“干部 

① 参见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章。 

② 胶东区第二地委 ：《三个月组织工作总结报告(1942．1O一12)》，山东省档案馆藏，Go24—01—0205—001。 

⑧ 《东栖县组织工作报告》(1942年)，山东省档案馆藏，G024—01—0208—006。 

④ 《抗战五年胶东党的组织建设》(1943年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4—01—0256—001。 

⑤ 《泰安中心县委工作概要》(1932年7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第68页。 

⑥ 朱瑞：《群众工作的领导问题》(1942年7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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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的重要性 ，但外来干部主要来自上级委派或异地调入，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得到了 

上级的认可和信任，往往肩负着指导甚或改造下级组织的使命。从各级组织工作报告来看，巡视制 

度和工作团、组制度在抗战时期十分盛行，许多外来干部正是作为工作团、工作组成员被派往下级 

组织或下级机关指导工作的，其中一部分人后来便长期留在当地工作。 

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组织发展方针从“大量发展”转变为“巩固的发展”后，各根据地党组 

织经常会把机关干部派到基层指导“整理支部”工作。不难想象，上级派来的这些“整支干部”与作 

为整顿对象的当地干部之间，难免会有分歧和龃龉。1943年初 ，中共山东分局对整支干部提出了 

如下要求：“必须真正参加各该支部内去工作 ，并与党员生活、学习、工作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中的 
一 员，而且成为他们共同敬重信仰的党员，莫突出，莫特殊，要细心，要耐心，尤其注意站稳立场，坚 

持党性，不要卷入党员中的好恶偏向和感情的关系中，这不但不能整理支部，且将陷入农村党员中 

可能存在的宗派斗争中去。”①其中提到的不良情形，显然正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亲切随 

和的性格和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些外地干部很难赢得当地干部信任、顺利开展工作。 

如果说“宗派主义”的批评多数情况下是针对地方干部拒斥外来干部而言，党内文件中对外来 

整支干部最常见的批评则是“包办代替”，指责他们以“上级委派”自居，轻视地方干部，甚至越俎代 

庖，完全取代了支部的领导。山东分局的一份整支工作总结，详细描述了整支干部是如何干涉和取 

代支部领导的： 

在过去分区对支部的领导，如目前整支干部对支部的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包办代替现象。 

如代替支干，主持支委会，把支委作为附属品，五六个干部都参加支委会，你讲一套，我讲一套， 

使支委觉得没话说或不敢说话；又如无论召开支干会或小组会，不与支干、小组长商量，自己决 

定后支配支干、小组长召集，不从共同商讨中发挥他们的自动性；公开场合由整支干部代替支 

干亲自主持会议，不去培养他们的威信和工作能力，不通过小组会、支委会共同商讨党员群众 

问题，以培养教育支干，而是个人独断独行。② 

鲁中区党委一份组织工作报告也提到类似的情形：整支干部到支部去摆架子，不了解情况，支 

部党员也发生应付和欺骗现象；整支干部态度生硬不民主，对支部党员意见采纳不够，有的支部半 

数以上的党员反对上级清洗某党员，而整支干部不予考虑，反而“批评支部同志包庇，以纪律制止 

党员发言”，导致支部关系僵化，严重影响了整支的成效。③ 

和毛泽东所描述的陕北地区相似，山东抗 日根据地的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同样存在严重 

的“不团结和宗派主义”，这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关系的另一个侧面。抗战初期党组织的发展 

是以抗日武装为主要载体进行的，军队干部在党内的地位很高；但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各种群 

众运动和日常党务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中共中央 1939年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努 

力发展地方党”，“提拔山东本地干部和群众领袖到各级领导机关中来”。④ 部队工作与地方工作，在 

工作性质、制度、形式、作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两种工作、两类干部发生交集之时，难免相互瞧不 

①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决定》(1943年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235页。 

② 《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半年来整支中几个主要经验的总结》(1943年8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0辑， 

第211—-2l2页。 

③ 《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7一O1—0020一(301。 

④ 《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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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相互埋怨：军队认为地方干部拖拉迟缓，松懈散漫，认为在战争年代军队工作具有至高的地位；地 

方则认为军队干部太紧张、太性急，对军队中“特别突出的战斗性质和集中性质”不以为然。双方都站 

在自己的本位立场，强调自己的特殊性、重要性，很难相互理解，工作上的配合帮助“更谈不上”。① 

对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上级党组织的态度颇为复杂。一般说来，外来干部 

与上级组织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也迫使各级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向本地干部妥 

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曾明确规定，为团结全党干部，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 

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② 中共山东分局也多次强调，应大胆地信任与大量地使用地方干部，引进有 

实际经验、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到党的领导工作中来。③ 然而，在主要由上级组织发起的“锄奸”“肃 

反”等党内清洗运动中，外来干部通常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地方干部则往往成为怀疑和清洗的对象， 

不被上级信任，遭受不公正待遇。在单纯依靠口供定案的锄奸或肃反扩大化时期，情形更是如此。④ 

小 结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一个从中央到支部的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共产主义和民 

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是将其凝聚起来的基本精神力量。在理想状态下，党员和干部的血缘、地缘、业 

缘等身份应该被基于党内科层制的组织层级和工作关系所取代。但是大量党内文件表明，党员、干部 

的地缘身份在党的组织发展和各项工作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干部籍贯而形成的本地干部与外 

来干部之分野，也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始终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这表征了中国革命的极度复 

杂陛。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进行革命动员时，对家族、宗族、乡邻等血缘和地缘关 

系进行了有意识、有成效的利用。⑤这些传统型社会关系长期被视为革命的阻力，其实完全可能， 

事实上也确实成为革命的助力。⑥ 如论者所说，中国共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具有多样性特 

征的“地方革命”⑦，其最终成功是在统一的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框架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 

果。⑧ 就此而言，抗战时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不同特征及其分歧和冲突，既反映了地缘因素对于 

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艰难努力。 

[作者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胶东军区组织工作总结》(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G050—01—0012—003。 

②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1940年 8月 13日)，《中共中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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